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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校园性骚扰法律规制探究
———以美国相关法律为对比

■ 袁翠清
( 山西大同大学 政法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摘要】校园性骚扰已经是全球教育领域的普遍现象，成为危害当今校园环

境的毒瘤，人们对于校园性骚扰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我国现行的有关校园性骚扰

方面的法律还存在着法律概念缺位、法律定性模糊、法律法规不健全、司法救济困

难等问题。通过对中美校园性骚扰法律规制的对比分析，我国应完善现有相关法

律法规、明确校园性骚扰举证责任、构建校园性骚扰申诉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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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旅美华裔女学者罗茜茜公开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长江学者陈小

武性骚扰其门下女学生。同年同月，女学生匿名网上爆料，长期被对外经贸大学薛姓教授猥亵

性侵; 2018 年 5 月，美国《洛杉矶时报》连续报道南加州大学 71 岁妇科医生丁铎 ( George
Tyndall) ，对女学生进行性骚扰和性侵; 2018 年 7 月，南昌大学女学生起诉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

副院长周某及南昌大学，诉周某长期利用职权猥亵性骚扰女生。性骚扰，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

社会现象，不仅损害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法律问

题，逐渐成为各国立法的研究对象。1974 年，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凯瑟琳·A·麦金侬首次提

出“性骚扰”一词。迄今为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已通过立法方式对性骚扰行为加以

规制［1］。

一、校园性骚扰的法律界定

美国是研究性骚扰的起源地，也是最早通过法律法规的方式对性骚扰加以规制的国家。1974
年，美国法院在审理威廉姆斯诉萨克斯比一案中，密歇根大学教授凯瑟琳·A·麦金侬第一次使用

了“性骚扰”一词，并将其定义为在权力不平等关系中发生的、行为人以性欲为出发点的骚扰行

为［2］。我国在 2005 年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中首次明确规定了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一规定

使得法律界对性骚扰一词产生了热议。学者们普遍认同性骚扰是侵犯公民人格尊严权的民事侵

权行为［3］。校园性骚扰是性骚扰概念的延伸，它是校园环境中，发生的性骚扰行为，既具有“性骚

扰”的共性，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国尚无关于“校园性骚扰”法律概念的明确界定，在吸收和

·901·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18.06.036



借鉴了西方法学界，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思想与理论的基础上，相关学者给出了一些见解。结合学

者们的观点，校园性骚扰可以定义为: 在校园( 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高等院校) 环境中，行为人

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望，故意采用不受他人欢迎的与性有关的方式，包括身体触碰、肢体动作、言
词或者非言词，利用现代通讯工具或者网络传递与性有关的文字、图片、声音等使受害人心理、生
理上感到不适，并且侵犯了受害人性自主权的民事侵权行为［4］。本文主要研究发生在校园( 包括

幼儿园，小学、中学、高等院校) 环境中，教师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望，故意采用不受学生欢迎的与

性有关的方式，侵犯学生性自主权的民事侵权行为。校园性骚扰行为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是行

为主体及受害主体的特殊性。校园性骚扰是指发生在校园环境中的教师对学生实施的侵犯学生

性自主权的民事侵权行为。校园性骚扰的行为主体是在学校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教师通常会利

用其所掌握的学术权力和自身优势地位对学生实施性骚扰; 受害主体则是在校学生，学生在校园

环境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自身又缺乏法律意识、社会认知及判断能力，极易受到教师的性骚扰。
校园性骚扰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行为能力及地位的悬殊性差距。二是行为发生的隐蔽性。
校园性骚扰行为主体通常会选择在没有人的办公室、实验室、密闭的休息室、宿舍或者其他隐蔽性

场所实施性骚扰行为。实施性骚扰的过程中往往只有教师和学生独处，一般不会有第三人在场，

加之性骚扰大多以言词、肢体动作等为主要表现形式，因此校园性骚扰具有隐蔽性，这种隐蔽性对

留存证据造成一定的难度。三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校园性骚扰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一般可以

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语言性骚扰，具体表现为对受害人讲黄色笑话、黄色段子，用下流言词调戏、捉
弄受害人等，或者利用现代通讯工具、网络等传递与性有关的文字、图片、声音等; 另一类是行为性

骚扰，具体表现为行为人通过身体接触、肢体动作等方式触碰、抚摸受害人的敏感部位。无论语言

性骚扰行为还是行为性骚扰行为，都是与性有关的行为，都是向他人发出性信号的行为。这些行

为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行为人的性欲望，使受害人在心理、生理上感到不适，侵犯了受害人的性自

主权，应当受到法律的规制。

二、我国校园性骚扰法律规制分析

我国《宪法》第 38 条①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受到保护，不受非法侵害。校园性骚扰行为使

受害学生性自主权受到侵犯，属于对学生人格尊严的侵犯。《宪法》中确立的公民人格尊严不

受侵犯的基本原则无疑对学生的性自主权起到了保护作用; 我国《刑法》虽然没有针对性骚扰

行为做出明确规定，但是对于性犯罪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例如，对达到刑法规制程度的严

重性骚扰行为依据《刑法》第 236 条②、第 237 条③、第 246 条④予以刑罚处罚。刑法作为保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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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第 38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刑法》第 236 条:【强奸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
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 一) 强
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 ( 二) 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 ( 三) 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 ( 四) 二人以上轮奸的;
( 五) 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刑法》第 237 条:【强制猥亵、侮辱罪、猥亵儿童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
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刑法》第 246 条:【侮辱罪、诽谤罪】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通过信息网
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底线性的法律，成为维护学生这个特殊群体性自主权的最后屏障; 《民法总则》第 109 条①从私

法层面确立了人格权的法律地位，而性自主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应当受到民法的保护;《民

法总则》第 120 条②规定公民人格权遭受侵犯时，可以通过民事救济途径维护自身的民事权利。
当学生遭受校园性骚扰行为时，可以通过民事救济途径维护自身的性自主权。

2005 年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40 条③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正式使用“性骚扰”一词，并且赋

予了受害人救济的权利与途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21 条④、第 50 条⑤的规定使未成年人在性

自主权被侵害后能够有效获得法律救济; 2014 年，由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

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中明确规定，高等学校的教师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者与学生发生不正当性

关系的，依据其行为的严重程度分别给予不同的处分，对行为极其严重的教师应当及时移交有

关部门予以处理。对校园性骚扰行为，我国现有相关法律法规能够起到一定的惩罚作用，但是

也存在不完善之处，在预防与打击校园性骚扰犯罪的过程中，有时显得力不从心。
第一，现行法律对校园性骚扰定性模糊。依现有法律法规，我国并没有确切的关于校园性

骚扰法律概念的解释，对校园性骚扰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学术层面。校园性骚扰法律概念的缺

位，影响了实践中对校园性骚扰的基本理解，使得不少人对校园性骚扰的认识较为浅显，有时还

会出现一些比较偏激的理解。如有学者认为校园性骚扰应当归结为道德问题，而不应当属于法

律规制的范畴［5］; 有学者认为校园性骚扰属于性别歧视; 有学者把校园性骚扰理解为侵犯人格

权的民事侵权行为; 有学者将校园性骚扰定性为侵犯学生性自主权的民事侵权行为; 还有学者

将校园性骚扰与校园性侵害混为一谈。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以及法学界均缺乏对校园性骚扰准

确的法律定性，致使司法实践中判断校园性骚扰的标准不一，导致对校园性骚扰行为的处罚力

度不够，无法充分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相关法律适用标准不明确，内容协调不够。虽然我国相关法律对性骚扰行为已经做出

了一些规定，但是具体适用标准却难以判断。例如，行为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触犯《刑法》第

237 条的，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行为人猥亵他人，情节恶劣，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44
条⑥规定的，应当依法受到行政处罚，但是缺少对行为严重程度的判断标准;《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40 条规定，妇女受到性骚扰时有权向所在单位或者相关机关投诉，但是该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实践

中判断性骚扰的标准，致使受理单位或者有关机关不能准确对行为做出判断，更谈不上及时保障

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现行有关性骚扰的法律法规大多注重事后惩罚，而忽视了事前预防。譬如，我

国《刑法》《民法总则》《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仅规定受害人在

遭受性骚扰后具有寻求救济的权利，但是并没有对性骚扰设置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预防性措

施; 此外，《刑法》仅针对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加以规制，以言语挑逗、肢体动作等危害程度较

轻的一般性骚扰行为却远达不到刑罚处罚的程度。由此可见，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之间对性骚扰的

规定标准不明确、内容不协调，致使我国无法对校园性骚扰行为加以有效地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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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第 109 条: 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民法总则》第 120 条: 民事权益受到侵害，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40 条: 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构投诉。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21 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
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50 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在司法活动中保护未
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44 条: 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猥亵智力残
疾人、精神病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第三，现有法律尚未明确校园性骚扰司法救济制度。关于校园性骚扰司法救济程序，现有

法律法规中尚未给出具体规定，因此，即使受害人以受到校园性骚扰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也会因欠缺有关校园性骚扰的直接性法律依据而影响案件审判的公正性，致使难以有效地保护

受害人的性自主权，行为人也难以得到应有的惩罚。此外，校园性骚扰案件的证据认定也是一

个难题。2001 年，全国审理的第一例性骚扰案件就因原告一方提供的相关证据不足以认定被

告的行为构成性骚扰而败诉; 2003 年北京市受理的第一例性骚扰案件同样因为原告一方证据

不足而被人民法院驳回起诉。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性骚扰行为证据的收集存在很大的难度，而

且即使原告搜集到了性骚扰的相关证据，也会因为证据的证明力低而导致无法作为审判证据使

用。这与性骚扰行为本身的特殊性有直接的关系，性骚扰行为具有隐蔽性，且行为大多为与性

有关的言语或者触碰、抚摸受害人身体的动作，损害性后果通常表现为精神层面，因此，性骚扰

案件一般缺乏有力的物证。而人证只能作为间接证据使用，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使用，无法据此

直接判断行为人有罪，致使大多校园性骚扰的诉讼因无法取证或者查无实据而告终。由于校园

性骚扰案件立案难、取证难以及证据认定难，导致此类案件很难通过司法途径得到救济，及时维

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三、中美校园性骚扰法律规制对比研究

针对性骚扰及校园性骚扰中美两国的现行相关法律均积极进行规制，通过法律调整功能的

发挥，维护受害者的法定权益，惩治校园性骚扰行为人的违法行为。我国在《宪法》《刑法》《妇

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重要部门法中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对校园性骚扰行为的规

制; 美国在《民权法案》《教育法修正案》《校园性犯罪预防法》《关于校园性骚扰的指南书》等法

律法规中规定了有关规制校园性骚扰行为的内容。中美两国针对校园性骚扰行为的法律态度

及法律价值取向是相同的，即通过完善实体法及程序法，有效预防、规制校园性骚扰行为，维护

当事人合法权益，营造和谐校园环境。中美两国针对校园性骚扰行为的法律层次设计也很相

似，通过基础性部门法的规定，明确当事人的法定性权利及义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其他

相关部门法，为校园性骚扰当事人法定性权利及义务的实现提供具体制度和程序保障。但由于

中美两国立法国情、背景及针对校园性骚扰行为的立法基础不同，两国现行相关法律对校园性

骚扰行为的具体规制内容有所差异。
( 一) 美国校园性骚扰法律规制现状

第一，成文法与判例法并存。美国是最早关注校园性骚扰的国家，对于校园性骚扰行为的

法律规制较为成熟。美国学者普遍将性骚扰视为一种性别歧视，因此 20 世纪 60 年代颁布的

《民权法案》第七章①和 70 年代颁布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②的规定成为保护学生免受性骚

扰行为危害的法律依据。但是，由于《教育法修正案》的适用范围仅为“接受联邦资金补助的学

校机构”，导致“受害人无法依据该法向实施性骚扰行为的个人( 或者管理者) 提起诉讼”。为

此，在审理克里斯汀·富兰克林诉格威内特县高中案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的形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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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民权法案》第七章规定:“任何不受人欢迎、当作某种交换条件或给予好处的性的要求，不论是用语言表达的，或是用肢
体、行动表达的，不论是以明示或暗示的，都构成性骚扰。”
《教育修正案》第九章规定:“所有接受联邦基金补助的公立和私立学校、学区、学院和大学以及教育培训机构都不得在课
程与活动中涉及性别歧视行为。”



《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所暗含的私人诉讼权利明确化，进而“承认受害人有权提起赔偿请

求”①［6］。同时，最高法院通过立法确立了《民权法案》中有关性别歧视的赔偿原则可以适用于

《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中教育领域性骚扰案件的诉讼，并可以采用“雇主连带责任”原则。此

后，美国教育部公民权利办公室于 1997 年对校园性骚扰概念做出了明确界定，该界定成为了美

国各级教育部门以及法院认定师生间校园性骚扰事件的依据。1999 年，美国将《教育法修正

案》第九章所保护的范围由“受联邦资金补助的学校机构”扩展到了整个教育系统。美国联邦

于 2000 年颁布了以保障高校学生性权利为目的的《校园性犯罪预防法》。2001 年，美国教育部

在新修订的《关于校园性骚扰的指南书》中，对校园性骚扰行为做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并明确

指出校园性骚扰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除成文法外，判例法在法院审理校园性骚扰案件中也扮

演着重要角色。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中，1979 年亚历山大诉耶鲁大学案［7］、1992 年克

里斯汀·富兰克林诉格威内特县高中案、1994 年克劳福诉戴维斯大学案、1997 年弗雷德里克诉

辛普森学院案、1998 年格波瑟诉拉戈维斯塔中学案［8］等是很有影响力的判例。这些判例对日

后美国各级法院审理校园性骚扰案件发挥着实践指导性作用。成文法与判例法互为补充，相互

协调，共同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防治校园性骚扰法律体系，为美国处理校园性骚扰案件提供了强

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
第二，被告非经反证不得免责。对校园性骚扰案件，若仍完全采用传统意义上的“谁主张，

谁举证”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受害人则很难胜诉。美国法院在审理校园性骚扰案件时，则釆用

了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原则，要求被告一方举证证明自己不存在性骚扰行为。特别

是在原告有间接证据但证据不充分时，要求被告提供反证证明其侵权行为不成立，从而弥补

“谁主张，谁举证”举证责任分配方式之不足。此外，校园性骚扰行为一般被认定为侵权行为，

学校应承担连带责任，即承担“雇主连带责任”。与此同时，法律又赋予学校反证推翻该推定的

机会和权利。如果学校能够证明其没有过失的，则无需承担责任; 如果学校不能证明其无过失，

则依据“过错推定”原则判定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即贯彻被告非经反证不得免责原则。
第三，选择性使用品格证据。在证据制度方面，美国法院通常不使用品格证据审理案件，但

是，对于校园性骚扰案件则会选择性使用品格证据，即对原告不使用品格证据，对被告有选择性

的使用品格证据，以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 413 条第( a) 款②的规

定，对于校园性骚扰案件，法院可以选择性采纳原告一方提供的关于被告一方有其他性侵犯或

性罪行的证据，同时法官应当认真考察该证据与所审理案件之间的关联性。美国在审理校园性

骚扰案件时，对于原告一方的品格证据原则上不予采纳，但是允许使用被告一方的品格证据。
如果使用被告一方的品格证据会导致案件审判结果不公正，法官则可以选择拒绝使用该品格证

据［9］。这样就可以相对准确地推测出行为人在作案时的犯罪动机，保障校园性骚扰案件中受害

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 二) 中美校园性骚扰法律规制比较

第一，校园性骚扰法律界定模糊。在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中，校园性骚扰法律概念缺位。
由于没有对校园性骚扰的法律概念做出具体界定，导致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因缺乏充分的

法律依据，难以对案件做出正确的裁判。而美国教育部早在 1997 年就对校园性骚扰的概念做

出明确界定，并成为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各级法院认定是否构成校园性骚扰的依据［10］。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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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国法院在审理校园性骚扰案件时，通常会将其定性为一种故意侵权行为，一旦侵权行为成立，受害人就能够依据民法
“1983 条款”，向学校管理人员或其他独立个体进行索赔。
《联邦证据规则》第 413 条第( a) 款:“在被告被指控性侵犯的刑事案件中，法院可以采纳关于被告实施了任何其他性侵犯
的证据。该证据可以在任何与之相关的事项之上加以考量。”



见，我国应当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及时补充校园性骚扰概念界定，弥补因法律概念缺位所造成的

审理困难等问题。
第二，校园性骚扰具体适用法律系统性、可操作性不强。我国《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以

及《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涉及性自主权和性骚扰的条文，多为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较差，导致

法官在审理校园性骚扰案件时，缺乏可以直接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规定。反观美国，已经形成

了一套由成文法与判例法组成的完整法律体系，以保障法官在审理校园性骚扰案件时有法可

依。其中，成文法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内容详尽的法律条文依据，而判例法则弥补了成文法中

存在的不足之处，二者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必将促进

审判程序及结果的公正性，全面、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校园性骚扰司法救济不明确、效果不佳。在我国，由于现有关于校园性骚扰法律规范

的缺失以及受害人自身等问题，相关案件的司法介入比例较低，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很难通过司

法途径得到救济。同时，由于校园性骚扰案件的事实认定难、举证难以及证据认定难，性骚扰损

害结果隐蔽性较强等，导致相关案件审理效果差。而美国已经形成一套相互配合、协调有序的

司法救济程序来应对校园性骚扰问题，保证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可以通过行政、司法和民事协商

等多种途径得到救济，并及时解决因校园性骚扰所引发的社会纠纷。

四、完善我国校园性骚扰法律规制的建议

( 一) 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明确界定校园性骚扰

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对性骚扰做出了禁止性规定，但是该法并未明确界定性骚扰概念，

因此，很难直接适用于校园性骚扰违法行为。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中欠缺对校园性骚扰的概

念的界定，致使受害人难以采用法律途径有效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我国相关法律应明

确校园性骚扰的法律概念及性质，建议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将校园性骚扰定义为: 在校园环

境中发生的，教师以满足自己的性欲望为目的，故意采用不受他人欢迎的与性有关的方式，使学

生在心理、生理上均感觉不适的，同时侵犯了学生性自主权的民事侵权行为。只有通过立法手

段对校园性骚扰加以明确规定，为司法实践提供制度性指导，才能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

权益。
( 二) 完善《刑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2004 年，我国将人权写入宪法，标志着我国法律对人权的保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了有

效保护受害人的人格尊严，应在我国《宪法》第 38 条中增加禁止对公民实施性骚扰行为。对于

该条款的修改，能使防治校园性骚扰在根本大法中找到根源性法律依据，体现我国法律对公民

性自主权保护的原则，起到权利宣示的明示、警示作用。《刑法》规定有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

妇女罪等，但是难以将校园性骚扰行为涵盖其中。因为多数校园性骚扰行为并不构成奸淫或者

猥亵行为，我国现行《刑法》无法规制行为人的校园性骚扰行为。但是，校园性骚扰行为对于受

害学生以及校园环境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有必要从刑法的角度加以规制［11］。建议通过刑法

修正案的方式，针对性骚扰行为制定独立的刑事处罚条款，明确规定校园性骚扰犯罪，弥补《刑

法》对惩治较轻性骚扰行为规定的缺陷;《民法总则》应该明确将公民性自主权确立为一项独立

人格权，规定性骚扰侵犯的客体是公民性自主权。通过权利设置，使保护公民性自主权有法可

依;《侵权责任法》中应该明确规定性骚扰行为是一种侵权行为，是因性骚扰引起的侵权之债，

受害人可以提起诉讼，要求侵害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一次规定了

反性骚扰条款。但并没有对性骚扰做出明确的界定，导致有关性骚扰的条款原则性较强，可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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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性较差。因此，相关立法机关应根据我国校园性骚扰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妇女权益保障

法》第 40 条的内容，明确规定校园性骚扰案件中校方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三) 举证责任分配要科学化、合理化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校园性骚扰案件应当属于一般民事案件，此类案件的举证责任遵

循一般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但这样会加重校园性骚扰案件中受害

人的举证责任，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权益，美国所

采用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被告一方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我国也应当仿效美国，在校园

性骚扰案件的处理中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最大限度地保障受害学生的性权益。除此之

外，建议将“优势证据规则”①引入校园性骚扰案件的举证责任。当校园性骚扰案件中当事人双

方所提供的证据都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时，法官就可以考虑使用“优势证据规则”，如果一方当

事人提供的证据足够使法官相信其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时，法官就可以认定其主

张成立，判定该方胜诉。该规则弥补了“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存在的不

足，是较公平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能使受害人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维护。
( 四) 规定并设立校园性骚扰申诉具体程序

我国应当借鉴美国高校的做法，设立校园性骚扰申诉程序，预防和处理校园性骚扰行为。
申诉程序一般应由“正式”和“非正式”两部分组成［12］。“正式”程序是指校方借助预先制定的

程序解决校园性骚扰问题;“非正式”程序则是指由学校主导，双方当事人协商，对校园性骚扰

纠纷进行解决。其中，“正式”程序主要包括: 申诉: 认真、及时受理申诉，有效防止性骚扰事件

进一步恶化; 调查: 对申诉内容进行详细调查，并听取当事人陈述; 记录: 详细记录调查结果，记

录内容尽量保密; 结论: 依据调查分析，及时做出处理意见，并告知当事人; 惩罚与补偿: 事实清

楚、证据确凿的，惩罚违法教师，补偿受害学生。一旦校方确定教师对学生的行为构成校园性骚

扰，应依据其行为情节轻重程度对教师给予口头或者书面警告、调职、降级、开除等处分，需要追

究其法律责任的，提起相关法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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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优势证据规则，又称“高度盖然性占优势证明规则”，是对当事人双方所举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判断时所确立的规则，即证据
证明待证事实存在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该事实不存在的证明力时，法官可以采纳占优势一方当事人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


